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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7 日，经过多轮内部讨论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签署了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这

是中国跨境争议解决的一大重要事件，为中国提供了发展争议解决机制的契机，有

机会以比现有裁决形式（即，诉讼和仲裁）更优的方式解决国际战略商事需求，促

使中国成为通过调解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主要服务提供方，前提是中国通过法制建

设，能够充分使其商事调解服务机构专业化。 
 
背景介绍 
	
2018年6月26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批准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最终草案。

2018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新加坡调解公约》。2019年8月7日，46个
国家在新加坡举行的签约仪式上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签约国包括全球三大

经济体：中国、印度和美国（但尚未包括英国、欧盟或日本）。签约国家的数量代

表着《新加坡调解公约》受到广泛支持。经常拿来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进行对比

的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在开始时仅有十个签约国（现有159
个签约国）。 
	
就中国而言，调解的历史悠久。调解传统上局限于家庭、民事和财产纠纷。这一特

点反映在 2010 年《人民调解法》中，其中描述调解是一种半官方、非专业的邻里

和社区调解的形式。儒家社会背景下，调解往往是在作为“老娘舅”的长辈的帮助

下进行，他们的调解是非常评价式的或“说教式”的。商事调解长久以来是由法官

进行的，部分原因是出于案件量大，为了加快案件的解决，法官将角色转为调解人。 

 

当代中国，现代商事调解的产生可追溯到《民事诉讼法》2012 年修正案。该法第

122 条规定，民事案件中，除非当事人拒绝调解，须先行尝试通过调解解决。2012

年修正案前几年，法院系统启动了试点项目，随后对保险、证券、建筑、电子商务、

医疗等行业发布了商事调解规则，成立了以行业为基础的调解中心，以及“综合”

商事调解中心，如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于 2011 年 8 月成立）。上海经贸商事

调解中心系一家在上海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拥有自己的调解员小组，是中国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领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下的关键项目单位。上

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与全球各地的机构建立关系，包括与美国 JAMS 替代争议解决

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关系，JAMS 通过培训提高了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和



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随着 2018 年成立的联合调解员小组，加快了一体化合作的

步伐。 

 

中国与《新加坡调解公约》 
 
中国政府对《新加坡调解公约》普遍支持，并出力参与起草《新加坡调解公约》。

然而，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新加坡调解公约》，触发了中国各权威机构之间关于

中国是否应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集中在中国缺乏一部关

于商事调解的全国性法律，对调解员资格和保密的一般标准作出规定，修订《民事

诉讼法》，解决诸如《新加坡调解公约》规避《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承认程序等问

题需求，以及中国要求根据《人民调解协议司法承认程序》（2015 年）的规定，

司法确认和解协议、使该等协议可执行而产生的不一致。 

 

对中国而言，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好处很明显。首先，《新加坡调解公约》

提供了通过当地法院直接执行双方当事人调解达成的跨境和解协议这一程序，只需

要寻求强制执行所在国家是《公约》国成员。其次，调解比诉讼或仲裁更为经济实

惠、简便和快捷。第三，《新加坡调解公约》能够促进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

路倡议”计划，通过贸易和投资将中国经济与整个全球南部联系起来。调解不受中

国仲裁结构和程序的限制。调解不涉及任何适用法律或仲裁地的程序法，也不涉及

损害颁布裁决机构独立性所产生的风险，因为调解员的可信度仅取决于其作为解决

方案协调人的个人能力。此外，调解是一种足够灵活的手段，不受文化和法律制度

差异的限制——这是一个可能严重阻碍投资增长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的私人领域。 

 

不过，《新加坡调解公约》也给中国带来了重大挑战。首先，《新加坡调解公约》

和中国国内法律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如上所述，中国尚没有任何全国性法律承认并

协调商事调解的标准。其次，中国大多数商事调解要么由法院进行调解，要么通过

法院转介的方式由商事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仍然没有多少真正的独立于法院系统的

“民营”商事调解部门。第三，截至目前，要说服中国大多数法律专业人士，在诉

诸仲裁或诉讼之前，通过商事调解更好服务于其利益及其客户的利益，依然困难重

重。 

 

“一带一路倡议”前景 
	

非中国的当事人并不乐意在中国使用商事仲裁或诉讼。但是，中国的国际

商事调解——目前已通过《新加坡商事公约》克服了其相比仲裁而言最明显的劣势

（即，执行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机会超越国际纠纷使用仲裁手段解决的比

例。通过培养市场、设立具有国际声誉的专业国际调解员机构和调解中心，中国可

以成为国际的商事调解中心。鉴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自然保守主义，短期内最大概率

的增长将是打入中小型企业的纠纷市场。仲裁的成本、时间、复杂度和不便，至今

阻碍着中小型企业求助仲裁解决其跨境纠纷。我们预计，不存在前述阻碍的跨境调



解，只要有充分的市场曝光，必将使用量逐步提增，到适当的时候，国际调解将成

为“一带一路倡议”争议解决策略的中心。 
	


